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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近半個世紀以來，東亞是世界各

地中持續保持經濟高速穩定增長的唯

一板塊，其秘訣在於東亞文明中具有

學習和吸收外來知識的傳統，使之形

成一個積極的知識受體1。但是，完

成知識的快速轉移，僅有積極的受體

還不足夠，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說，知識

不可能輕易地被傳遞或「下載」到其他

文明中去。這需要由「國際機構和當地

的複合的互動體」加以推動2。本文欲

說明的是，東亞經濟奇�不僅清楚地

顯示了這種互動過程，而且還在互動

中預示了東亞未來的政治改革圖景。

一　東亞經濟奇(中的
「雁行模式」　

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建立自己

的新經濟體系時，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如何迅速、有效地利用國外或經

濟體外的知識。從國外獲取知識的三

個關鍵途徑是：貿易、外國投資和技

術許可。東亞奇�就是通過貿易的開

放和投資的跨國（跨經濟體）轉移實現

東亞發展的┌雁行模式┘：

從經濟起飛到政治民主

● 楊　沐

了這種有效利用，日本經濟學家把它

稱為「雁行模式」。

東亞的現代化是從日本開始的。

在十九世紀中葉，日本如過去曾向中

國學習一樣，選擇了向西方學習，改

造自己，推翻傳統的幕府制度，實行

明治維新，全盤西化。經過幾十年的

努力，到1905年一舉擊敗俄國。在加

快發展的探索中，為了爭奪有限的國

際資源和市場，錯誤地走上軍國主義

之路。

中國受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失敗

的刺激，也派了大量留學生到西方和

日本學習。但由於戊戌變法失敗，以

及民國初年推行民主共和政體中的挫

折，以後又面臨軍閥混戰和日本侵

略，救亡和對國家控制權的爭奪壓倒

了知識的傳播和經濟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日本

的軍事佔領強制性地促使了日本對西

方知識和觀念的學習和融會貫通。日

本是美國農產品、石油和煤的最大買

主，因此它必須有更多的製成品出口

美國，以獲取外貿的平衡。在1950、

60年代，日本企業迅速學習西方的技

術、管理和質量控制等方面的知識，

一個國家或經濟體，

在建立自己的新經濟

體系時，一個最重要

的問題就是如何迅

速、有效地利用國外

或經濟體外的知識。

東亞奇]就是通過貿

易的開放和投資的跨

國（跨經濟體）轉移來

實現，日本經濟學家

把它稱為「雁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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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自己的產品出口檔次。從70年代

中期開始，日本的高質量產品逐漸佔

領了美國和歐洲市場。日本實現了東

亞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一個奇�。日本

的GDP總值在世界的排名，從1955年

的世界第三十四位，到1968年躍居至

世界第二位。是日本首先使世界看

到了東亞在吸收和傳播知識方面的

能力。

50、60年代，日本在改造老產

業、發展新產業時，主要是花費大量

外匯，從西方直接進口先進技術和設

備。通過技術和設備的進口，實現知

識的傳播。日本的技術引進偏重於專

利項目，其中80%是通過購買美歐的

專利和圖紙來實現的。這樣，歐美企

業就無法通過直接投資來控制日本企

業。這是朝鮮戰爭和冷戰時期，歐美

想盡快扶植日本的發展，形成遏制共

產世界的包圍圈，而給日本造成的機

會3。

東亞各經濟體大部分都資源貧

乏，人口眾多，可利用的自然資源

少，人均資源更是遠遠低於世界平均

水平；對工業化有重要作用的礦產資

源都需要進口；可耕地少、森林資源

少、可供人居住的空間有限。在50、

60年代，很多人都會懷疑這樣的地區

是否具備發展條件。但60年代的越南

戰爭和日本、歐美企業的技術升級，

又給四小龍造就了機會，開始了東亞

經濟增長的第二波高潮。日本對台

灣、香港、新加坡、韓國的第一家投

資，分別開始於1955、1960、1961和

1965年。到80年代後期，隨×日元的

不斷升值，日本的投資迅速增長。據

日本大藏省統計，1951至1984年日本

在亞洲四小龍的直接投資額為69億

美元，平均每年投資為2億美元。從

1985至1990年，日本對四小龍的投資

額更急劇上升到163億美元，平均每年

為27億美元。到90年代初，日本已成

為台灣和韓國最主要的資本和技術供

應國，日資在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中

已和美資並駕齊驅，並有超越之勢4。

可以說，日本的產業和技術轉移，形

成了四小龍最初的競爭力。韓國從

1963年起，也進入經濟的持續高速發

展期。與此同期或稍後，新加坡、台

灣、香港也陸續進入經濟高速增長

期。

中國向西方引進技術最早開始於

十九世紀後期的洋務運動，以政府為

背景的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天

津機器局、馬尾船政局、漢冶萍煤鐵

公司等形成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工業雛

形。二十世紀前五十年，民族工業和

外國直接投資面臨的是動蕩的社會環

境，只能在一場又一場戰爭的空隙中

掙扎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立後，進行了以蘇聯幫助中國設計的

156個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化基礎建設，

但不久就受到反右、大躍進、反右

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

運動的衝擊。知識傳播和經濟發展，

仍然只能在夾縫中找空間。

1978年，正值東亞經濟增長處於

第二波的高潮，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

的新時期，從傳統的自力更生走向全

面的對外開放。其第一步，就是大量

地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全國

各地都引進了一批達到世界80年代先

進水平的工業企業項目，像上海的寶

鋼、金山石化等。80年代中國進口了

100多條彩電生產線、100多條冰箱生

產線、55家化纖地毯生產廠⋯⋯從大

多數年份看來，都是進口大於出口。

由於大量的技術引進，中國的產品水

平和生產技術與國外的差距逐步縮

小。

1950、60年代，日本

的技術引進是通過購

買美歐的專利和圖紙

來實現的。這樣，歐

美企業就無法通過直

接投資來控制日本企

業。這是朝鮮戰爭和

冷戰時期，歐美想盡

快扶植日本的發展，

形成遏制共產世界的

包圍圈，而給日本造

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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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企業通過引進實現技術和

產品升級的同時，一些原有的技術和

設備，亦迅速向當時的鄉鎮企業轉

移，形成了知識傳播的另一個梯度，

並實現了生產能力的急劇擴大，滿足

了改革後突然釋放出來的社會對基本

生活品的需求5。這些地處鄉鎮的企

業，經過以後二十多年的知識交流、

溢出（spill over）和相互之間的競爭、

淘汰、重組，到目前為止，已在中國

形成了上百個富有競爭力的小商品生

產產業群落，如浙江溫州柳市鎮的低

壓工業開關生產基地（產品佔全國市場

的60%）、浙江湖州織里鎮的中國童裝

之都（全國市場的20%）、浙江溫州蒼

南縣的鋁制徽章（全國市場的45%）、

廣東中山古鎮鎮的燈飾（全國市場的

60%）、廣東東莞清溪鎮的電腦機箱

（全球市場的30%）、河北清河羊絨集

鎮的羊絨（全國市場的80%）6。由於

這種新型的生產組織具有極高的專業

化程度和質量水平，中國的小商品很

快地獲得了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與日本的投資在東亞經濟增長的

第二波高潮中所起的作用相似，在東

亞經濟增長的第三波高潮中，四小龍

對中國的投資起×重要的作用。按1979

至1996年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的實際金額

存量排名，前十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

是港澳、台灣、美國、日本、新加

坡、韓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泰國。

可以說，外商對中國的投資是從四小

龍開始的，特別是香港，在1980年代

就開始把面臨工資上升壓力的勞動密

集型產業轉向中國內地（首先集中在

珠江三角洲，然後是長江三角洲地

區）。台灣和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從

90年代初開始也急劇上升（從地域上擴

大到福建及環渤海灣地區）。1991至

1993連續三年，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實

際投資增長率均超過100%，很快取代

了日本的第二名位置。中韓兩國於

1992年建立外交關係以後，在1992、

1993和1994年，獲批准在華投資的韓

資企業分別為650家、1,748家、1,849

家；實際投資額分別為1.2億美元、

3.8億美元和7.6億美元7。四小龍在

中國的投資，提升了中國勞動密集型

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在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中，跨

國公司既是它的產物，又是它的內在

推動力。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在

1980和1990年代是試探期。到本世紀

初，隨×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

織），中國的產業配套能力大大增強，

中國的經濟總量迅速躍進世界前列，

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急劇增長，到

今天，可以說幾乎所有的著名跨國公

司在中國都已有投資。和來自四小龍

的企業投資不同，跨國公司的投資往

往不是×眼於單個項目，而是中國整

體市場的開發；不是一個生產或流通

環節，而是它在世界市場上的整體配

套；不是局限於勞動密集型企業，而

是涵蓋資金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

集等各個行業；不是地方性的品牌和

渠道，而是全球性的品牌和渠道。由

於跨國公司的大量進入，中國市場正

在迅速轉變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性、

擁有最新技術、經營理念和品牌的市

場。中國的汽車市場就是其中一個典

型例子。從地域來看，跨國公司在中

國的投資目前主要集中在長江三角

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

跨國公司往往不惜巨資派遣大批

員工到國外培訓，同時也從國外聘請

專家來公司傳授知識和技能，如上海

大眾汽車有限公司在開業的第一個

十年期間，長期在上海工作的德國專

家便有107人，短期專家每年平均也有

隨±中國加入WTO，

中國的產業配套能力

大大增強，中國的經

濟總量迅速躍進世界

前列，跨國公司在中

國的投資急劇增長，

中國市場正在迅速轉

變為世界上最具有競

爭性、擁有最新技

術、經營理念和品牌

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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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人次。許多跨國公司還在中國

設立自己的研發或教學培訓中心。如

微軟（Microsoft Corporation）在1998年

投資8,000萬美元，在北京設立微軟的

中國研究院（以後改名為亞洲研究

院）。英特爾（Intel Corporation）1998年

在中國設立研究機構，2000年成立中

國實驗室，2004年擴大為中國研究中

心。摩托羅拉（Motorola, Inc.）1993年成

立中國研究中心，1999年擴大為中國

研究院，下屬18個研究中心，2,000多

名員工，幾年中共投入研究開發經費

6億多美元。每一個跨國企業的周圍

都有一大批本地企業在為它們提供各

種配套服務，形成一個技術和管理經

驗的擴散中心。

與東亞經濟奇�第一波的日本和

第二波的四小龍相比，第三波中的中

國對外資直接投資的開放度更高，

國內市場的容量更大，跨國公司在中

國的盈利期望更高，進入的廣度和寬

度更大，知識和技能傳播的速度更

快。從2001年以來，中國的出口年均

增長均在20%以上，外貿順差逐年增

長，2007年上半年達到1,125億美元，

比上年上升83%。而中國的出口中，

60至70%都是通過跨國公司和外資公

司進行的8。因此，可以毫不誇大地

說，是跨國公司把中國製造的知識等

級一下子拉上了世界水平，是跨國公

司促進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升級的最後

一步9。

二　政府經濟發展政策措施
　 轉移的「雁行模式」　

激勵還是阻礙人們獲取和傳播信

息和知識，取決於政策和制度。在東

亞經濟奇�中，可以看到的另一個共

同現象是，各個經濟體的政府都在努

力地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

中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以此來推動吸

收國外的技術和知識。這是另一方面

的知識互動。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

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經濟發展政策的

「雁行」的結果。一些在先發經濟體中

行之有效的政策，很快地被後行的經

濟體中的政府模仿和採用。特別是由

於具有後發優勢，後進經濟體在使用

這些政策的力度、範圍和促進經濟發

展的效率等方面更有進一步的改善。

世界銀行等許多國際組織，對東亞各

經濟體的政府管治能力都有好評。據

2006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表

的《世界競爭力報告》披露，2006年世

界各地政府的（管理）效能排名，中國

政府已上升到世界第十七位，超過居

第二十四位的台灣。

（一）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
社會環境

近代的世界歷史表明，所有的政

治體制都有成功實現工業化的事例。

經濟發展首先是依賴高投資和消費與

出口的發展，加上有效率的市場環

境；其次，是高效的政府和務實的領

導。而在一個民主的社會架構4，往

往有可能因社會目標的分歧，導致政

府的效率降低，甚至造成社會的不穩

定。大多數的東亞經濟體都是在經歷

了一個較長時間的戰爭或動蕩時期

後，才走上社會穩定的經濟起飛期。

渴望穩定的社會共識，給政府實行優

先發展經濟的政策提供了機會；而經

濟發展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進一

步為穩定和發展提供了基礎。

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是自民

黨長期執政、勞資關係緩和、政治

在東亞經濟奇]中，

可以看到的一個共同

現象是，各個經濟體

的政府都在努力地學

習其他國家和地區在

經濟發展中的有效政

策和措施，以此來推

動吸收國外的技術和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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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較少的時期。韓國經濟開始起飛

的時期，是在1961年朴正熙軍事政變

上台，到他1979年遇刺身亡期間。台

灣經濟起飛是在國民黨實行戒嚴令

期間。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人民

有自由，但沒民主。新加坡雖然在

1965年才立國，但在50、60年代，各

種政治思想的衝突、族群的衝突，

使得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非常重視社

會的穩定，也比較容易在較長時間4

在議會中保持絕對優勢。中國更是

這樣，從1978年後，中國政府堅持

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一手搞改革開

放，一手抓保持穩定，贏得了中國

近現代歷史上少有的最長的穩定時

期。有穩定，才有知識的傳播，才有

經濟發展。正如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說，在現代化

的起點上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有權威的

國家政權bk。

（二）敞開大門，全面開放

二次大戰後，日本作為一個戰敗

國，在美國的軍管之下，別無選擇地

向西方的知識、觀念、技術、資金等

敞開大門。但是，對處於第二波的經

濟體來說是否也需要這樣做？60年

代，在後發展中國家中的主流意識是

「不平等貿易論」等左派思想，自主發

展和進口替代是時髦政策。剛獨立的

新加坡，沒有工業基礎，沒有腹地，

沒有經濟增長點，被迫「反潮流」地敞

開大門，歡迎外資進來，採取出口導

向的政策bl。韓國在50年代採取的是

進口替代政策。60年代初，張勉政權

為克服經濟困境而試圖引進日本資

本，結果遭到國人的一致反對而被迫

下台。此後，朴正熙政權雖憑藉鐵

腕，恢復了和日本的邦交，並引進了

日本資本，但也是遭到舉國上下的反

對，冒了很大的風險bm。

中國在1949年以後，長期實行的

是自力更生的方針。西方的知識、文

化、技術，在很長時間4都被看作

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是顛覆國家

政權的洪水猛獸。鄧小平看到日本

和四小龍的發展成果，在1979年3月

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明確指出：「資

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各國

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

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

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

的。」1984年，面對×許多對舉辦特

區、實行開放政策的不同意見，鄧小

平說：「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

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

而是放。」「除現在的特區外，可以考

慮再開放幾個點。」bn從80年代開始，

中國政府持續努力十多年，終於在

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步入對外開放

的全新階段。

（三）制訂發展的重點和促進措

施——產業政策

日本是東亞經濟中採用產業政

策，利用後發優勢，加速經濟發展的

先行者。日本認識到本國資源稀缺，

必須使有限的生產要素盡快配置到效

益較高的部門。通過學習其他國家的

知識和經驗，政府制訂產業政策，誘

導企業將資金投向重點產業。例如

通產省在60年代初的「重化學工業設

想」、70年代初的「發展創造型知識密

集型產業設想」等。在東亞奇�第二

波中的韓國、台灣和新加坡都仿效日

本，採取了類似的政府政策。

在80年代中，中國的經濟學家們

和日本的經濟學家如小宮隆太郎等，

日本是東亞經濟中採

用產業政策，利用後

發優勢，加速經濟發

展的先行者。通過學

習其他國家的知識和

經驗，政府制訂產業

政策，誘導企業將資

金投向重點產業。韓

國、台灣和新加坡都

仿效日本，採取了類

似的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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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定期舉行學術討論會，學習日

本的知識和管理經驗，探討如何既發

揮中國原有的統一運用資源的能力，

又把握好在轉軌經濟中的度，讓企業

和市場逐步在資源分配中起更大的作

用。這一學習過程，不僅幫助政府形

成了產業政策的制訂機制，促使在中

國的大學4形成產業經濟和產業政策

新學科，而且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

士。他們至今還對中央和地方的產業

規劃、城市規劃、生態規劃和可持

續的發展起×重要的作用bo。近十年

來，中國政府的政策和計劃，愈來愈

強調指導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在政

策制訂過程中注意形成共識；另一方

面，使實施細節精密化、程序化和

規範化。在2005年的「十一五」規劃制

訂過程中，中央共吸納了412萬人的

建議。

（四）建立促進發展的生長點——

開發區

1960年新加坡開始建造裕廊工業

園，1965年台灣在高雄建立出口加工

區，以一站式服務等全新的管理理念

和高質量的服務吸引外國投資。事實

證明這種方式是有效的，韓國也急起

直追，1970年在馬山、俚里等地，設

立多個出口加工基地。台灣在70年代

又建立了新竹高科技工業園。1979年

中國在深圳設立第一個經濟特區，獲

得了初步成功之後，1984年國務院首

批批准設立上海的虹橋、閩行、大

連、天津、青島、寧波、福州、廣州

等十四個開發區，1992至1993年，

2000至2002年又批准了第二批、第三

批。到2002年3月，國務院批准的開

發區共達到五十四個，全國的省級、

市級的開發區則有數千個。經過二十

多年的發展，這些開發區已形成了

「群雁效應」。各種跨國公司在這兒的

投資帶進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使開

發區成為推動生產力、科技進步及經

濟快速發展的生長點。

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則是一個管理

知識轉移的典型例子。1994年2月，

中新兩國政府正式簽訂協議，合作開

發建設蘇州工業園。新加坡引進了裕

廊工業園的建設和管理經驗，也帶來

了品牌效應和客戶。現在蘇州工業園

已有900多家外國公司落戶，包括著

名的跨國公司，如西門子、三星、松

下等。園區佔蘇州4%的面積，提供蘇

州15%的生產總值，佔蘇州吸引外資總

額的26%。2005年的總產出有580億元

人民幣，帶動了整個蘇州和江蘇的經

濟發展；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各地的工

業園區發展提供了一個典範。從園區

成立至今，已有五萬多名全國各園區

的管理人員和地方政府的領導在園區

進行了參觀或培訓。用江蘇省省長的

話說，蘇州新加坡工業園之花已開遍

全國bp。

（五）建立學習型社會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就把發展

教育定為基本國策。在1962年日本文

部省的教育白皮書中，就把教育經費

不看作是消費，而是看作投資。日本

經濟起飛時期的決策人之一，大來佐

武郎曾在自傳中說，在他1973年到阿

拉伯國家訪問時，看到其石油資源，

體會到日本發展經濟「最基本的還是

靠人」bq。日本的教育經費，從1950至

1972年，增加了25倍。教育經費在政

府的行政費中的比重佔20%以上，遠高

於歐美國家。日本的大公司都普遍重

視對工人和技術人員的培訓，日本各

蘇州新加坡工業園

是一個管理知識轉移

的典型例子。1994年

2月，中新兩國合作

開發建設蘇州工業

園，引進了裕廊工業

園的建設和管理經

驗，也帶來了品牌效

應和客戶，更重要的

是為中國各地的工業

園區發展提供了一個

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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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更經常舉辦各種職業教育。到80年

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國的口號。

韓國在1960年實現了普及小學教

育。70年代後，高等教育入學率大概

每十年提高20個百分點。政府規定凡

僱用1,000名以上員工的企業，必須舉

辦培訓機構。許多大企業，如三星、

大宇，還都辦起了大學。到1995年，

韓國的中學入學率達90%，大學入學率

接近55%，達到了其他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OECD）成員國家的水平br。

中國的近代教育到二十世紀初

才真正開始萌芽。從1978年開始實行

改革開放政策後，教育事業迅速發

展，到1999年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達

到7.1年，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6.7年。

從1990至2002年間，高等教育的毛入

學率從3.4%提高到14%以上，十年提

高10個百分點，以13億人口的總量計，

接近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世界平均

水平bs。

從1978至2005年底，中國出國留

學的人次總數達到93萬人，其中已長

期回國工作的人數有23萬人。特別是

大批的中國官員曾在國外的著名大學

受過系統的培訓。2002年中國發展研

究基金會、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和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簽訂協議

成立培訓班，每年針對六十名地方市

級、中央司局級以上、45歲以下的官

員進行三個月的密集培訓。培訓的內

容包括分析問題的架構和方法，二十多

個國家和地區在發展中的五十多個案

例，還邀請政界、經濟界的名人主持

講座；每年都有上千名中國地方政府的

高級官員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學習

新加坡的經驗，特別是都市規劃和環

境規劃等。此外，在英國牛津大學、

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漢城大學等，

都有中國的官員在進行系統的學習bt。

三　民主政治發展是否也是
　　在按「雁行模式」進行？

當我們把知識按它們所屬領域分

解為技術、管理和政治等幾個部分，

東亞經濟體的政府幾乎都共同地對它

們採取了差別對待的態度。如果在某

一時點上說對技術知識的開放度是

100%，則大致可以說對管理知識的

開放度是70%，政治知識則是30%。

當然，另一方面也是共同的，隨×經

濟的發展，所有領域的知識開放度都

在逐步提高。

歷史經驗表明，民主不是經濟發

展的先決條件。東方文明中，儒家用

「格物，致知，修身，正心，齊家，

治國，平天下」的人生道路來培養執

政者。儒家的政治思想是「行仁政」，

愛民如子，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ck。

當東亞經濟體的政府採取發展導向的

政策，發展經濟使老百姓首先能做到

擺脫貧困、有吃有穿，在這一文明中

是很容易獲得共識的。鄧小平所說的

「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

就是這種發展主義思維的最好體現。

而對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西方知識，

東亞文明一直是抱有懷疑和抵制態度

的。早在十九世紀，中國的「中學為

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

和日本的「和魂洋才」、「學問技術採

於彼，仁義道德存於我」等，都是選

擇一條阻力最小的道路：拋開有爭論

的先不談，從沒有爭論的、有利於經

濟發展的知識引進開始。

但隨×經濟的發展，經濟本身就

會對政治改革提出許多新的要求：一

是隨×總體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資

本市場的規模、社保基金的規模、經

濟建設中的土地使用規模都會愈來愈

大。對經濟發展中的監控和制約的要

早在十九世紀，中國

的「中學為體，西學

為用」、「師夷長技以

制夷」和日本的「和魂

洋才」、「學問技術採

於彼，仁義道德存於

我」等，都是選擇一

條阻力最小的道路：

拋開有爭論的先不

談，從沒有爭論的、

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知

識引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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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就會愈來愈高，涉及的面也會愈來

愈廣。如中國近年在許多地方查處重

大的腐敗和違規案件，雖然國內外普

遍叫好，但也普遍認為所揭露的問題

只是冰山一角。如全國各地的腐敗和違

規問題，都要靠這種傳統的由內部寫

檢舉揭發信，再由中央派出監管小組、

檢查小組來清查的方法，顯然是困難

重重，是管不勝管的。現有的監管和

制約機制已顯然不能適應。二是外匯

儲備的增多，匯率的逐步升值將不可

避免，出口的升級、產業的升級，一

方面結構性的就業困難會愈來愈嚴重，

另一方面向海外投資，企業向海外發

展，已不可避免，現有的觀念和體

制，不能適應這些變化。三是隨×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消費者主權、納

稅人主權等主權意識變得愈來愈強烈，

各個階層的人民對政治上的話語權、

選舉中的投票權、地方經濟決策、環

境決策的參與權和基本人權的保證都

會有愈來愈高的要求。四是環境保護、

能源節約、科學發展等目標，在目前

的單一促進追求GDP增長的制度性結

構中是很難實現的。新的發展目標要

求有一個新的制度性結構來保證cl。

一個與時俱進的政府和社會，需要適

時地提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

制的全面改革來和新的時代相適應。

東亞經濟體在經濟發展後，都先

後進行了民主改革。日本戰後就實現

了民主化。韓國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

初，艱難實現了民主化轉型。台灣也

自1980年代走上了民主改革的不歸

路。東亞經濟體的經驗表明，以發展

為導向的威權體制，在成功地促進了

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激起了民眾對政

治民主化的訴求，加速了威權體制向

民主體制的轉化。從這一意義上說，

在民主政治方面，東亞經濟體是否也

是一種「雁行模式」？

許多學者指出，今天中國的知識

和制度體系，和一百多年前相比，已

經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實際上現在

已經是屬於當時所說的「西方」的系統

之中。中國經濟社會的基本制度框

架，都已經進入當代的世界體系cm。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6年9月30日舉

行的國慶招待會上說，中國要堅持對

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大膽吸收和借鑒

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國

這百多年的翻天覆地的歷史，也就是

在各種不同意見、價值取向的衝突

中，最終還是走向吸收和借鑒人類社

會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歷史。

民主制是現代社會中使用得最普

遍、最基本的國家形態。它的基本特

徵是：議會制、普選制、多黨制、三

權分立制和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簡單來說，人民有權選擇政府、監督

政府。同時，民主社會具有制惡和保

護弱勢群體的機制。

但在華人的傳統概念中，民主是

為民作主，是行仁政，是從上往下選

擇的機制，讓具有使命感和優秀品質

的人執掌各級領導崗位。心為民所

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民主

是建立在人心向善的基礎上的揚善機

制。但是，人心是可變的。在沒有一

個制惡機制的制約下，權力會使人腐

敗，絕對的權力會使人絕對腐敗。培

養和考驗了幾十年的優秀幹部，在短

短的幾年，甚至幾個月、幾天、幾小

時4，就可能蛻變為腐敗份子。沒有

制約，一個以和諧為目標的揚善機

制，就可能蛻變為不斷地產生腐敗份

子、把好人變成壞人和充滿×不和諧

的偽善機制。

知識是無國界的，知識是人類共

有的文明成果。東亞的經濟奇�顯示

了東亞文明中善於學習和吸收知識，

善於學習和吸收各種文明成果的優良

東亞經濟體的經驗表

明，以發展為導向的

威權體制，在成功地

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同

時，也激起了民眾對

政治民主化的訴求，

加速了威權體制向民

主體制的轉化。從這

一意義上說，在民主

政治方面，東亞經濟

體是否也是一種「雁

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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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東亞正在沿×這條成功的道路走

下去。未來的東亞政治，是否會是東

方的揚善機制和西方的制惡機制的結

合？又是否會是東方的為民作主的修養

體系和西方的民主法律制度的結合？

最終使一批又一批知善而從，知不善而

改的優秀政治家，在民主的體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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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為全球的未來作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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